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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读研究生的理想。因为出生在农村，不曾听说过有读研究生的这

回事。1979 年我考上研究生，纯粹出于偶然，更是托了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的

福了。 
国家于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当时我就读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只有两位

老师可以招收研究生，这就是傅衣凌教授和韩国磐教授。至于研究生的来源，那

可谓是三教九流了。国家虽然于 1977 年恢复本科生考试招生，但是这批学生刚

进高校不足一年，绝大多数人一时尚未兴奋过来，想不起越级报考研究生。在此

之前的高校生有两种：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大家忙于闹

革命，专业课程难免荒疏，特别是外语功课，除了专业的学生，大家都是闻所未

闻，报考研究生显得有些心虚。这样一来，报考 1978 年研究生的生源，就不得

不继续往前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少量特别有勇气的说不

清专业和学历的社会人士了。 
1978 年招生的结果，是傅、韩两位导师各有两名学生，年龄最大的 40 岁（当

时的招生条例是超过 40 岁便不能报考），最小的也有 30 岁。四人的出身是两个

中学教师，一个车间工人老师傅，一个公共食堂的伙夫。到了第二年，即 1979
年，有意愿报考研究生而继续深造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以及那些特

别有勇气的人士愈发稀少。眼看着研究生报名截止的日期日益临近，傅、韩二位

导师名下投考者未见其人。系里的领导们着急起来：万一最后没有半个人报考，

一方面恐怕傅、韩二位导师脸面上不好看；另一方面恐怕也影响到政府落实重用

文革中被批斗的著名专家的良好愿望一时难于施行。无奈之下，领导们想起了我

们这一班烂果仅存的尚在就读的工农兵学员，说是只要我们肯大胆报名，傅、韩

二位老先生脸面上过得去，那就是对“科学的春天”作出极大的贡献。 
话说到这份上，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老青年，舍我其谁！于是，我于 1979 年 3

月份一本正经地报考了历史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6 月份稀里糊涂地

进了两天考场，7 月和 8 月暑假回到农村老家帮忙收割插秧干了不少农活。9 月

里回到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向我道喜，说是已经考上研究生。说来惭愧，事已至

此，我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研究生究竟为何物，只知道读研究生的薪水要比我那

班没有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们的薪水每月少了 4.3 元人民币。 
我之考上研究生，以及我那 78、79 两年的师兄弟们，虽然入学的门径不甚

堂皇，但是既然已经进入研究生学习，大家的心愿倒是一致的，这就是一定要好

好把握机会，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将来或许可以为国家的历史学建设做出自己

的一点贡献。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位三教九流式的师兄弟们，多多少少

也实现了当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回到研究生学习的事情。研究生虽然是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但是接下来如何

学习，当时的脑子里还真是“一片空白”。我的硕士生导师是著名的中国社会经

济史专家与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偏偏在我的大学本科学习中，压根没有这两门

课程。唯一的对策，就是听从导师的安排，导师叫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记得我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谈到当时的拜师及学习情景的： 



初次拜见导师，导师可是赫赫有名，不过似乎导师对我的最初印象并不佳：
全身上下一片黝黑，里里外外依稀农民样，不像是“孺子可教”的样子。导师显
然遇到了难题，如此田舍樗材，只能“因材施教”了。有一天，导师对我说：“我
看你对农村比较熟悉，那就多多往乡下跑，寻找深藏在民间为一般图书馆所不经
见的文献资料吧。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导师的话自然是要听的，
十年下来，搜集的资料至今还用不完。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导师的先见之
明。老实说，托世代为农祖先们的荫庇，那些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勾当，还真

是我的长项。①

以上的回忆虽然是轻轻带过，但是傅先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令我受

益终身。这里面，既包含了傅先生对我本人的良苦用心，更体现了他一生所追求

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精髓。 

 

中国经济史学，是在 20 世纪初期才得到中国学者们关注从而兴起的一个学

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洗礼，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

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主要

学派。人们习惯地称前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或新社会史学派；后者则为中

国经济史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

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以 1982 年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

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傅衣凌先生早在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

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先生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研究中特

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

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

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中所轻视的民

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

今证古，等等。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

系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等一系列著名论点，在中国历史学界

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

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是

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②“傅衣凌

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 16 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

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

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深佩其说。”③

傅衣凌先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傅先生在中国

社会经济史领域所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

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

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

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

学联系更加紧密的学术意趣，实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由于 20 世纪下半叶中

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和外国学界缺少应有的交流，因此与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

 

                                                        
① 陈支平：《我的大学之路》，文载《凤凰树下》，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 
② 吴承明：《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在“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

讲话》，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 年第 2 期。 
③ 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显得沉寂，但是傅衣凌

先生在如此艰难的学术环境里，开创出深具学术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

经济史学，这一事实无疑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是应该让我们倍加自豪和珍惜的。

如今，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

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年轻

一代的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

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学，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美、

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

解读和阐释。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在

国际的学术交流中显露出应有的互动与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林甘泉曾经如此评述傅

衣凌先生在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上的贡献，“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

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

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

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

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

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

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①因此，林甘泉先生认为傅衣凌先生的

这种跨越多学科整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学

术检验，以及学生们的继承发扬之后，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有数的几个学派

之一。他说：“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

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

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

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②

学界对于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肯定，于我们这些学生

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然而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研究生教育与学习的思

考。我们向傅先生学习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一方面他老人家年事已高，另一

方面适逢改革开放，老师的行政、社会及出国讲学的活动很多，能够给我们授课

的机会很有限。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更多的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人素质特点，予

以针对性的提示与指导，从而使得每个学生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潜能，在

此基础上，学生们就可以在自己喜爱的学术领域里，有所发挥，有所进步。“因

材施教”是孔老夫子的妙招，流传至今，似乎人人皆知，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并

不容易。请看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条例上规定硕士生要上满多少多少门课程，博

士生要上满多少多少门课程，缺一不能拿学位。我真佩服现在的有些硕士生、博

士生导师，上课不止，肚子里面有授不完的学问。老实说，我做不到。我和我的

师兄弟们庆幸在研究生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没有天天给我们上课的好老师！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形成

及其传承，不能不首先归功于 1978 年以来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乘上国家研究生教育大跃进的东风，我也很快

当上了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些年来研究生越招越多、

越招越滥，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条例也越来越精细，但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自由发

挥空间越来越窄。精细的条例利于批量生产，必须遵守；该给研究生的课程分数

自然是 1 分也不能少，否则就耽误了大家的前程。尽管如此，我始终不敢忘记傅

                                                        
①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 年第 1 期。 
②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2 页。 



衣凌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思考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我于我的研究生们，

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如何发挥各自的素质潜能，给予他们较多的自由发展的空

间。 
师门传承下来的教学法宝，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很有成效的。我有两位学生的

博士学位论文准备出版，请我写序。我素来没有能力用大道理来勉励学生，因此

在序言中也只能说些师生之间的私事。序言虽然不足为训，但其中还是寄托了我

鼓励学生们多多接触社会、学研结合、摸索自己的学术之路，直至超越导师的衷

心祝愿。我在给张先清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中说： 

张先清君的博士论文《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
历史叙事》入选 2005 年度“中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现在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
行，真是可喜可贺。……张先清君是一位刻苦好学的年轻人，为了做好这个课题，
特地跑到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去学习英语、拉丁语之类的洋文；机遇也不错，
可以在中西之间飞来飞去。更要紧的是，深谙扬长避短之道，一头扎入天主教最
早传入中国而至今仍有余韵的闽东乡村，调查访谈，搜遗探秘。如此孜孜不倦、

坚持以恒，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我在给陈进国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中说： 

陈进国君的博士论文《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行将出版，征序于我。……
我认识陈进国君，已经有近十个年头。他留给我的印象，始终一以贯之。这就是：
清瘦。陈进国君的清瘦，根据我的推测，大致由两个因素所造成。一是父母所赐，
不说也罢。二就是秉性使然了。他素来好动不好静，喜欢游荡而不肯安土重迁。
学校盖有宽敞明亮的图书馆，他却认为图书馆里的书人皆得见，不足为奇。补救
之道，应该走走什么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路数，寻求难得一见的民间
文献。如此执着，一年之中倒有半年游走于各地。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身如转
蓬，漂泊不定。渐有所获，愈加来劲，蓬草转得更快。久而久之，手边积累的资

料秘籍就非同小可了。由此写成的博士论文，自然大有特色。 

其实，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方式，不应该千篇一律，是需要有个性化特征的。

如果教育者一定要给研究生培养设计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那么培养研究

生也就与工厂里生产镙丝钉几希矣。如今，中国的研究生招生，比起三十年前的

规模，其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研究生们，犹如古人所云

的过江之鲫，翻滚涌动。雄心足、胆子大的导师们，门下弟子动辄以数十甚至上

百计。教育主管部门指点成绩，也无不以研究生招生培养规模步步攀升为自豪。

依此推想，中国的研究生招生培养，其前景正无可限量。这大概是应验了中国的

一句老话：人多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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